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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后期干部登记数据等等。

文书资料：

1，基层政府文书资料。约 10万件。

2，企事业单位文书资料。约 9万件。

3，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文书资料，约 1万件。

4，会议记录。

我们搜集了数十种连续性的会议记录，包括企事业单位的会议记录、生产大队的会议记录、造反派组织的

会议记录、工会会议记录等等。

个人与家庭资料：

1，个人书信。31多万封。

2，个人日记与工作笔记。3200多本。

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基层档案与山西社会研究

行龙 · 马维强（山西大学）

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实践中应该将“自下而

上”与“自上而下”两种路径结合起来，这对治

史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资料的发掘利用都提出了挑

战，大力开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需要一场“资

料革命”。

一、从“单兵作战”到“集体调查”：档案的搜集

1、最初对资料的搜集以“单兵作战”为主，

即多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人员从家乡

着手，在熟悉的环境和有力的人脉资源基础上展

开调查和收集整理。

2、在个体调查之外又展开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团队搜集。由以村庄为单位，扩展到以县市区域，从而进

行全面的“地毯式”搜集。

3、农村档案兼具复杂性与多样式，是一个庞杂的“资料群”，采集的分布点已经从南到北遍布了整个山西

省。在内容上除村庄和乡镇外，还包括与工厂、水利、林场等相关的资料。

二、呈现丰富原貌：档案的整理与出版

1、从上千万件档案中选择了 20个村庄，选择的标准是：在时间上完整连贯，内容上丰富系统。

2、资料整理依序而行：首先以村落为单位对档案进行分类，其次开展目录编排工作，建成电子文档，同时

对每份档案进行编码；第三装柜，按照已经整理而成的目录，以档案袋为单位，装入档案柜中，编号保存。

3、我们选定 20个村庄共约 100册的完整资料文本进行汇集、出版。关于档案资料的电子化、数据化方面

的工作也在不断尝试。

三、草根何以发声：文本里的基层社会

1、从依托对象或反映的内容来看，村庄档案资料的内容以村庄和村民生产生活以及社会交往活动为主，以

灌区、供销合作社等为依托单位的档案资料的内容具有专题性的特点。

2、大多数村庄都保留有阶级成分登记表、完整的帐册资料以及上级文件，但也各有特点，有的个人档案丰

富，有的包含村庄活动的内容较多，有的成册上级档案连续完整，有的账册系统，有的关于各种经济活动的分

类统计较为详细。

3、大致可分为八个大类：支部群团文件、行政文件（包括上级文件）、科技档案、个人档案、财务档案、

089



历史档案、内部资料以及其他类型的档案资料。

四、回望集体化：山西乡村社会变迁

1、在搜集整理资料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考。从本质上讲它也是

一种核心的问题意识，有着丰富的内涵，是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三位一体，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紧密

关联。

2、中心相关研究，综合运用官方文件、公告与农村基层文书、账册，既考虑到了政治史发展的宏观脉络，

又充分关注微观的乡村场景，以村庄、公社、县域或独立的河流和水利体系为研究单位，涉及到农田水利建设

与农业技术、妇女解放、医疗卫生、日常生活等方面。

第二部评论

内山雅生（东洋文库・宇都宮大学）、祁建民（长崎县立大学）

第二分组会的主题是民众、集体和国家 , 主要讨论民众与国家的问题。刚才两位老师分别讲述了民间书信

和农村基层档案的收集整理情况，特别提到了其在当代中国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但下大力量收集民间资

料，还进行相关田野调查，对于书信作者或产生资料的村落进行实地调查，与文字资料相印证，这些都是从国

家和政府的档案文献中很少能看到和了解到的，所以他们的研究非常重要和精彩。地方和民间文献与国家和行

政当局的档案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值得重视。特别是在以民间为主要对象的社会史研究中 , 解读这些文

献时应与已经被卷入到社会结构之中的民间以及政治问题保持有一定距离。

我们认为对于民间或地方文献，在使用这些文献时有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就是从这些民间和地方文献中

如何理解个人、局部与国家和整体的相互关系问题，避免研究的“碎片化”。要将个人与社会，村落与国家联系

起来考虑。并且要由此发现以往研究的不足。这方面，日本学界利用村落文献，已经有很好的研究。

日本的近世史研究中也有被称作“地方文书”的文献。主要是对从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封建体制时期形成

的有关农村旧文书的总称。比如神奈川县，1868年时有 945个町村，有关旧文书截至到 1972年共存有 25万件。

东京大学牧原成征老师在《近世的土地制度与在地社会》一书中利用近江地区文书，对于一个叫东野的“小领主”

进行研究，通过对其土地账薄的分析，从土地制度的角度就土地问题，特别是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时代土地

所有情况的变化进行探讨，揭示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从明治到昭和时期的农村社会文献也极其重要。比如曾任金泽大学教授的林宥一老

师，充分使用长野县五加村的史料，深入探讨了昭和恐慌时期的租佃争议情况，从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相关联的

角度分析了农民运动的社会历史构造。通过他的研究可以了解到近代日本一个地方行政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在

近代是如何变化的，又是如何陷入危机而再加重建的。他的研究论文收录在大石嘉一郎、西田美昭主编的《近

代日本的行政村》一书中。五加村史料不仅是描述日本农村社会末端的基础史料，同时还是解决理论性问题的

实证性资料。山西大学的农村基层档案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农村的“地方文书”，由此可以从村落角度探讨现代中

国社会的基本结构问题。

其次就是民间和地方文献的可信度问题，由于这些文献产生于非官方或上级国家机构，文献的内容虽然生

动具体并且十分丰富，但是也有随意性和不规范的问题，不能由于是来自于民间或地方，就认为这些文献就完

全真实可靠 , 应加以甄别和分析。

比如民间书信，本来是个人之间的一种信息和情感交流，具有隐私性。但是，在当代中国的一个时期，公

民个人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并没有得到很好保护。一些特定人群的通信权利则受到限制，这样，他们在书写信

件时就有可能考虑到这封信可能会被别人看到，因而不敢把真实的想法全写出来。中国 1954年宪法第 90条规

定了“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但是 1975年宪法和 1978年宪法只规定了通信自由，而没有提到通信秘密受保

护的问题。通信自由只是说通信不受干扰，让你写信，与通信秘密受保护的内涵不同。在 1982年宪法第 40条

中才规定了“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后来的刑法第 252条才规定了“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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